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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孙世彦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处罚方
式，向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关于死刑的范围以及存废与否的争
论一直不绝于耳。对于死刑的观察，
我们需要更多理性的观点，需要在
综合考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综
合国情的基础上，在考察借鉴其他
国家以及相关国际条约基本内容尤
其是国际人权制度中有关死刑问题
的规则、理论和实践的情况下，适时
调整我们的死刑法律与政策。本文
拟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死刑的范围作
一简要介绍。

相关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对死刑范
围的界定

从国际法上看，国家并没有废除死刑

的一般性国际法律义务，除非是批准或加

入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目前有72

个缔约国）或者区域人权制度中有关废

除死刑的文书。然而，国际法不禁止死刑

并不意味着国家在适用死刑判决和实际

执行死刑方面不受任何限制，其中的一

项限制就是死刑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

这些阐释相互借鉴、补充和结合，形成了

一套有关“最严重的罪行”的完整概念。

在“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机制

中”，最先对这一概念作出界定的是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于

1984年通过了题为《关于保护面对死刑

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1984/50号决

议，其中提出“最严重的罪行”应理解为

“其范围不应超出带有致命或其他极端

严重后果的蓄意犯罪行为”。因此，造成

死亡的蓄意犯罪肯定属于“最严重的罪

行”。但是，该决议还提到了“带有其他

极端严重后果的蓄意犯罪行为”，却没有

加以界定，这使得许多国家能够对之作

出广义解释。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在其题

为《死刑和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

措施的执行情况》的报告（E/2000/3）

中指出，蓄意犯罪以及具有致命或其他

极端严重后果意味着罪行应该是危及

生命的，即危及生命是罪行的很可能发

生的后果。由此，任何不危及生命的犯

罪，无论其后果从其他角度来看多么严

重，都不属于可对之适用死刑的“最严

重罪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则确认并

发展了经社理事会的决议。例如，该委

员会在其2004年的一项决议（E/CN.4/

RES/2004/67）中，重复了经社理事会决

议中的上述内容，然后特别敦促保留死

刑的国家不对诸如金融犯罪、宗教行为、

良心的表达以及自愿同意的成人之间的

性关系等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同样是

从1984年开始，联合国有关法外处决、即

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历任特别报告

员都在其报告中列举和分析了世界各国

法律中可予判处死刑的罪行的情况。经

过4任报告员20多年的努力，最近卸任的

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其2007年的

报告（A/HRC/4/20）中以联合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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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毫无疑问，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死

刑在任何国家都只适用于该国法律规定

的最严重的罪行。但是在实践中，保留死

刑的国家对哪些罪行可适用死刑的规定

差别很大。如果任由各国自行决定哪些罪

行是可予适用死刑的“最严重的罪行”，

则这一概念将毫无实际意义。因此，在联

合国人权制度中，无论是通常所说的“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机制”还是“以

条约为基础的机制”，都对如何理解和界

定“最严重的罪行”进行了大量的阐释，

“最严重的罪行”与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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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意见为基础，提出以下罪行不属于可判

处死刑的“最严重罪行”的范围：未导致

死亡的绑架、鼓动自杀、通奸、叛教、腐

败、毒品犯罪、经济犯罪、良心的表达、

金融犯罪、逃避兵役、同性恋行为、非

法性行为、自愿同意的成人之间的性关

系、偷窃或武力抢劫、宗教行为和政治罪

行。这种方法依然是排除法，因此奥尔斯

顿在其报告中有关这一问题的结尾部分，

对于“最严重的罪行”作出了一个正面界

定：“只有符合如下限制才能判处死刑，

即它必须限于最严重的罪行，限于能够

证明存在杀害意图且造成了生命丧失的

情况。”换言之，只有既遂的谋杀才属于

可予判处死刑的最严重罪行。

在“以条约为基础的机制中”，影响

最大的是《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及其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该《公约》第6条第2款仅规定，“在未废

除死刑的国家，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

重的罪行的惩罚”，对于何谓“最严重

的罪行”则无规定。同样，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由缔约国自行决定何为可以对其适

用死刑的“最严重的罪行”，因为人权事

务委员会对于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意

见。尽管这些意见针对的是具体的情况，

而非一般性的规定和列举，而且多是从

哪些罪行不是“最严重的罪行”的角度作

出的否定性判断，但是这些意见的总合

清楚地显示出，委员会对于哪些罪行是

可予判处死刑的“最严重的罪行”，已经

形成了一套明确的理论。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1982年发布的第6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对‘最严重的罪行’

这一表述必须作限制性的解读，它意味着

死刑应当是极为非常的措施”。这一意见仍

然没有对“最严重的罪行”规定标准或作出

列举，但是从中已经能够看出，委员会认为

不能无限制地、宽泛地理解和规定“最严

重的罪行”，对于哪些罪行是“最严重”因而

可以对其适用死刑这种极为非常的措施，

不仅缔约国应该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而

且还应该存在某种独立于缔约国标准之

外的限制。从委员会的实践来看，这种独立

于缔约国标准之外的“限制性解读”主要

体现在委员会对缔约国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和对个人来文的最后意见中。

在对许多依然保留死刑的缔约国提

交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人权事务委员

会大量地涉及了如何理解和界定“最严

重的罪行”的问题。对有些国家，委员会

表示遗憾的是，未能获得有关可予判处死

刑之具体罪行等情况的足够资料，因此无

法判断所涉缔约国的法律是否符合包括

“最严重的罪行”标准在内的第6条的要

求。对很多国家，委员会仅对可予判处死

刑的罪行的数目仍然过多、死刑判决并不

只限于最严重罪行表示关切，有时还明确

提出这不符合《公约》第6条的规定，但并

未明确指出哪些罪行不属于可判处死刑

的“最严重的罪行”。但对有些国家，委员

会则除了指出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

的罪行的惩罚、对这些国家法律规定相当

多数目的死刑罪名表示关切以外，还具体

指出了在委员会看来不属于“最严重的罪

行”因而对其判处死刑不符合《公约》第

6条的罪行，包括：经济和财产罪行、盗用

国家或公共财产、抢劫、严重盗窃、通奸、

叛教、同性恋行为、非法性关系、鼓动自

杀、贩运危险废料、毒品犯罪、逃避兵役、

侮辱国家元首、分裂活动、间谍行为、煽动

战争、政治罪行、建立或呼吁建立某种团

体等（参见威廉·夏巴斯：《国际法上的废

除死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

115页）。委员会有关如何解读“最严重的

罪行”的个人来文案例并不多，但非常具

有启发性。在1995年审结的卢布托诉赞比

亚案（第390/1990号来文）中，来文的提

交人因为严重的抢劫罪行被判处死刑，对

此，委员会认为，“考虑到在本案中使用火

器并未造成任何人的死亡或受伤，法庭根

据法律在量刑中又不能将这些因素考虑

在内”，因此根据上述情况，“强制判处死

刑违反了《公约》第6条第2款”。尽管委员

会对这一论断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但

是至少可以从这一意见中推论出，没有造

成人员受伤或死亡的罪行就不属于第6条

第2款涵义之内的、可予判处死刑的“最严

重的罪行”。不过，在2005年审结的奇桑

加诉赞比亚案（第1132/2002号来文）中，

来文者在抢劫中也使用了火器，击中了受

害人的大腿但没有致其死亡。尽管出现了

致人受伤的情况，但委员会仍然认为对来

文者强制判处死刑侵犯了来文者受《公

约》第6条保护的生命权。从该案来看，委

员会对“最严重的罪行”的解释似乎更加

狭窄、严格了，即只有造成死亡的罪行才

是“最严重的罪行”。换言之，在委员会看

来，任何没有造成生命损失的罪行都已经

不再属于“最严重的罪行”。

结   论

综合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目前国际

条约与国际组织对于何为可予判处死

刑的“最严重的罪行”，已经基本达成

了共识，即只有造成死亡的蓄意暴力犯

罪才属于这一范畴。对于这一论断，需

要指出额外两点。首先，无论是经社理

事会或人权委员会的决议、秘书长的

意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还是人权事

务委员会的意见，都没有正式的法律

约束力，因此任何国家都没有必须根据

这些意见确定本国法律中可予判处死

刑的“最严重的罪行”的法律义务。其

次，这些意见却也是不容忽视的。经社

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主权

国家，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长，特

别报告员是其职责所涉领域的权威专

家，人权事务委员会则由18名在均匀

地域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由《公民权利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各缔约国选

出的、代表了世界上各种类型文化及各

主要法系的专家组成。因此，上述有关

“最严重的罪行”的阐释和界定反映

的并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国家的观点

或文化，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普

遍的理论、一种“世界的呼声”，值得我

们参考。


